
背景

大气、水和土壤污染以及垃圾处理，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问题。已有

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制定激励措施，遏制因污染加剧所造成的影响。据报道，

截至2 0 1 9年 1 2月，全球人口约为7 7亿（联合国，2019年）。2020年7月中旬，世

界人口时钟显示世界人口约为78亿。到2050年，人口数将增至97亿，2100年人口数预计

达到110亿的峰值。

当前经济指标显示，如果缺少从大自然更快获取资源的激励措施，世界将无法满

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食品及其他产品的需求。世界要为应对资源短缺做好准备。科学

界已经就世界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及相关的污染风险发出了警告。绿地正变成农田、采

石场和矿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Volante等，2012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是，如何才能以利于世界发展的速度去开发全球的大宗商品，从而打造一个更富裕、

更健康的世界；如何避免不可逆转的环境悲剧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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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与环境污染

虽然燃料污染物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交

通排放（Cole、Elliott和Shimamoto，2005

年），但环境里的大多数微量金属元素都是

从工厂、冶炼厂、矿物提炼厂、活跃矿区、

矿山尾矿（Aragon和Rud，2012年）以及垃圾

转运和垃圾处理场（Tarr，2003年）中排放

出来的。同样地，磷酸盐可以追溯到农业生

产（Nziguheba和Smolders，2008），这些磷

酸盐通常都是由土壤和岩石分解而成的。

农用土壤肥料、杀虫剂以及重型柴油

卡车是导致污染物在环境中扩散的主要因素

（Savci，2012年，第73页）。氮肥渗进含水

层会降解地下物质，而氮氧化物则会释放到

大气中（同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磷肥加

速了土壤和牧草中氟化物的沉积，于是食草

家畜患氟牙症的几率也增加了（Loganathan

等，2001年）。

环境中没有缓解污染物扩散的屏障，

气流可以将细微颗粒物和超细微颗粒物带到

排放源千里之外的地方。水体中肆意排放的

磷肥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不但

导致这类水源不适合饮用，还会导致水生动

物种类减少，害虫种类增加（Savci，2012

年，第73页）。

20世纪60年代末，污染已成为无法回

避的热点话题，此时环境问责制的概念在美

国应运而生。环保主义者要求，那些由工业

和商业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不应该由全球

人口买单。他们呼吁污染企业采取合理措

施，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通过

有针对性的行动和方法来解决由其造成的风

险负担（Brulle和Pellow，2006年）。

最可取的做法是，把最弱势社会经济

群体社区的卫生负担转化为金融资产，让污

染企业对公众负责。国际上制定了监测污染

和维持经济活动可持续性的监管框架。遗憾

的是，该框架在各国落实执行时缺乏支持力

度，特别是在温室气体排放和碳定价方面

（Crowley，2013年）。尽管如此，垃圾管

理、回收和再利用方面的工作还是取得了显

著的进展。

对于污染给全球健康带来的公共

卫生负担如何公平分配、企业是否愿意

改变其为求生存和营利而漠视给公共健

康造成危害的行为模式，疑虑仍然存在

（Martin，1998年）。一位环境批评家

这样说：“不幸的是，给污染定价的

行动越深入，人们的负担就会更重”

（Lazarus，1992年，第787页）。

人类健康负担和环境污染

有大量文献记载了污染带给公众健康

的不利影响。不同于固体垃圾和粗糙的可见

物质，环境中存在大量的细微颗粒物和超细

微颗粒物（Walters，2014年）。这些物质

有一部分是微量金属元素、灰尘和碳氢化合

物的残留物，对人体无益（Birmili等，2006

年）。在这些微量元素中，无机砷、镉化合

物和六价铬被划为A类人类致癌物，而金属

钴、钨和无机铅则被归为B类致癌物（世界

卫生组织，2020年）。该联合国机构指出，

镉和镉化合物会损伤肾脏、呼吸系统以及骨

骼系统。其他被归为A类人类致癌物的物质还

包括汽油、柴油机尾气、含微颗粒物的室外

污染气体（PM10和PM2.5）以及磷酸盐的残

留物。铅会对血液、肾脏和神经系统造成影

响，长期接触铅的儿童，还易增加脑损伤和

智商下降的风险（Sanborn等，2002年），急

性砷中毒会引起咽喉收缩和吞咽障碍等潜在

危害，并产生严重的腹痛、呕吐、腹泻、心

律失常和皮肤出现色斑等症状。

结论

对于大气、水和土壤的污染现状，我

们没有理由自满。全球社会正遭受着有害污

染的影响，没有人能幸免于难。要让最弱势

的社会经济成员去负担由世界金融精英糟糕

的环境问责制(行为责任)所产生的社会和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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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价，是不道德的。为了地球更美好的生

活，必须保证空气和水的纯净，必须制定严

格的规章制度，让污染企业对公众负责。整

改措施必须纳入新经济模式，以补偿那些受

黑心企业伤害的受害者的损失，并将这些钱

用于资助受到污染有害影响地区的社区医疗

保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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